
制度严苛与皇权调整：清代嘉庆朝王书常案与官员处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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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清代吏役舞弊为害不断，嘉庆十四年的王书常案即其一。 案发以后，不仅书役等被处以绞斩之罪，涉
案的户工部和内务府官员以及管理三库大臣也被予以处分。 此案处分，既有吏部按照制度的严苛处分，又有以嘉

庆为首的皇权对制度处分的从宽调整，最终使得官员处分处在一个可接受的范畴之内，由实降实革到虚降虚革，避
免官场的大动荡。 但是，皇权治理及其对官员处分的调整，却造成对处分制度效用的冲击和对吏治腐败的催生。
嘉庆朝对案中官员处分的这种处理模式，不独只存在于嘉庆朝，乾隆朝和道光朝同样存在，反映出至少在清前中期

这种处理模式的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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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 年）的“假印案”被称为乾嘉

道时期书吏舞弊案的典型，对此案学界有一定研究，
如薛刚的《从“假印大案”看清嘉庆朝吏治》 ［１］ ，倪
玉平的《行政失控与政府治理———清嘉庆朝王书常

冒领库项案研究》 ［２］ ，作者分别从“假印案”发生的

原因、过程、“假印案”整治的失败等角度探讨了这

起案件。 也有文章如关文发的《嘉庆吏治评议》 ［３］

等，对案中官员处分予以点及，然未及深论。
本文依据档案资料，尝试探讨当时以吏部为主

的制度议处和以嘉庆皇帝为主的皇权调整之间的关

系。 在制度议处中出现了官员处分的严苛问题；在
皇权调整中出现了官员处分从宽轻减的问题。 皇权

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官员的处分力度，体现

了皇权治理对制度治理的完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冲击了处分制度本身的效用和导致吏治的愈加腐

败。 王书常案所揭示的制度治理和皇权治理之间的

关系，不独存在于嘉庆朝，乾隆朝和道光朝也同样存

在，可见清代对案中官员处分的一贯处置模式已然

常态化。

一、王书常案的问题及严重性

这起案件发生在嘉庆十四年十二月，由时任步

军统领的禄康将随意捏造工程名目、大胆伪造工部

文稿、私刻印信冒领银两的工部堂书王书常和其他

一干经承、贴写拿获。 经审讯得知，“王书常每次假

捏钦派办工事由” ［４］７７８，伙同各部书吏，从嘉庆十

一年起，冒领户部银库、颜料库、缎匹库及内务府广

储司银两和物料，前后共 １４ 次，其“冒领银数共计

五万余两，其冒领颜料、缎匹按照例价计值银一万九

千余两” ［４］７７７－７７８。 嘉庆对此案尤为震怒，指示迅

速查办。
首先是刑部议罪。 嘉庆十四年，军机大臣、刑部

等奉旨严讯，通过昼夜熬审加以刑吓，案情水落石

出，结案治罪上奏。 此案治罪依据数款律例：律一，
伪造诸衙门印信冒支钱粮者斩立决，为从绞监候。
律二，诈传诏旨为首斩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
律三，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监候，为从减一等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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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三千里。 律四，伪造假印将起意与雕刻之人并以

为首论。 律五，诈伪六部文书盗用印信者绞监候，诈
伪其余衙门印信文书者杖一百徒三年。 律六，诈伪

六部各司文书者，俱与其余衙门同科。 律七，知人盗

后分赃者，计所分赃准窃盗为从论。 律八，恐吓取财

计赃准窃盗论加一等。 律九，凡称准者，罪止杖一百

流三千里［４］７７８。 可见，王书常等人所犯不止一项罪

状，而是数罪并及，盗库者焉能活命！ 刑部的治罪轻

者发配充军，重者绞斩［４］７７８－７７９。
其次是由嘉庆裁决。 在刑部拟罪基础之上，嘉

庆降旨裁决：“该犯等作奸藐法，情罪重大，实属法

无可宽。”对于案中“蔡泳受、王书常、吴玉均著即处

斩，蒋得明著即处绞，派侍郎托津、景禄前往监视行

刑。”此外，“传集六部、三库、内务府等衙门书吏各

数人前往环视，俾共知儆惧。 谢兴邦、商曾祺俱著绞

监候秋后处决。 陶士煜、王嘉鼎、秦浩、钱树堂、祝广

平、叶锡嘏均著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宋良辰、
万彭俱著发附近充军” ［４］７７５。 前后处死者 ６ 人，发
配充军者 ８ 人。

比对刑部治罪和嘉庆定罪，对于所有罪犯的定

罪嘉庆全部依从了刑部的制度性议罪，不仅没有从

宽，而且还强制性命六部、三库、内务府书吏观看，给
予他们心理上的震慑。 可见，对于吏役犯罪的处置

和对于官员的处分，嘉庆的处置是截然不同的，对吏

役，嘉庆的态度是罪无可赦甚至要加重处罚，而对官

员，处分可从宽减轻并可以再次被起用。
就此案嘉庆十四年曾有旨：“王书常等胆敢捏

造印信，冒领帑银库件竟至十四次之多，酿成巨案，
现已按律严办。 其失察之堂司各官亦分别降革治

罪。” ［５］７２１“牵连、遣戍、降革大小多员。” ［４］７７５嘉庆

讲得比较轻松，实际上此案牵涉官员很多。 自嘉庆

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以来，一拨又一拨官员受到处

分。 这些处分从制度的实降实革后转为皇权干预下

的虚降虚革，部议处分的效用大打折扣。

二、嘉庆给出对官员处分的初步定性

针对此案需要处分的官员，嘉庆曾就处分官员

的程度如何提出初步定性，这是官员处分的第一个

环节。 吏部便以此定性为基调，进行具体的按例制

度性议处。
１．嘉庆针对内务府大臣处分初步定性的“反复”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吏部尚书庆桂奏请议处失

察冒领库银案的内务府堂司各官。 嘉庆由此初知案

情大发雷霆，立即对内务府大臣苏楞额等 ６ 人发难，
指出此 ６ 人的失职之处：“内务府于伪造工部假印

文领，屡次照文给发毫无觉察，此在总管内务府大臣

各员怠玩不职，究属咎无可辞。”苏楞额、阿明阿“二
人现系工部堂官，各司文稿俱应阅视，使于内务府给

发银款时，思及工部衙门并未具奏此件，一加查核何

难立破其奸？ 乃被欺多次”，“岂堪复胜部院之任，
苏楞额、阿明阿俱著即行革职，仍交军机大臣会同刑

部议罪”。 这是最重的定性。 至于英和、常福、和世

泰，“俱著先行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 对于

征瑞，因出差在外，情稍可原，“著交部议处” ［６］ 。
除嘉庆以皇帝身份直接处分个别官员外，更多的涉

案官员则是按照皇帝的初步定性交由吏部按照制度

规定予以议处。
按照嘉庆的治罪处分逻辑，治理失察处分之罪，

必须要以精确的失察情况为依据。 当时所能提供的

精确依据则是大臣们在任期间的失察次数。 为更准

确地议处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将犯案官员在部年

月与失察假印次数进行比对，统计苏楞额在侍郎尚

书任内有失察已冒领二次未领一次；英和在内务府

任内失察已领一次；阿明阿任内失察已领七次未领

一次；常福任内失察已领一次［７］ 。 这项比对核议工

作须非常细致，否则稍有差错就会导致后期处分的

错误。
军机大臣将此次失察次数清单进呈给嘉庆，使

嘉庆看到了实际的失察情况，这与其先前的主观评

判“屡次照文给发”有一定出入，嘉庆及时改变定

性：“苏楞额在工部、内务府年分俱久，其平素办事

尚属细心。”“乃于此等文稿并未寓目疏忽已极，本
应仍予治罪，但其失察仅止二次，与阿明阿之失察七

次者有间。 苏楞额业已革职，著加恩免其治罪。 阿

明阿仍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罪。 至英和、常福于

兼工部侍郎任内各有失察一次，前经降旨将伊二人

同和世泰一并严议，此时亦应量予区别。 英和、常
福、和世泰著分别严加议处。” ［５］７００此旨将苏楞额

的刑部治罪免去。 嘉庆以所谓的“一秉至公” ［５］７００

掩饰了自己前期的失误判断，也使得部分内务府大

臣的罪状有所减轻。
２．嘉庆针对管理三库大臣失察处分的初步定性

军机大臣又二次上报管理三库大臣的失察次

数。 档案载：董诰失察二次；恭阿拉失察三次；庆桂、
王懿修俱失察一次；费淳兼管工部失察一次；瑚图礼

失察一次；禄康、曹振镛俱失察一次［４］７６５。 涉及 ８
位管理三库大臣，其整体失察次数为一到三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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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嘉庆依据上述失察次数的不同，
对各位管库大臣的失察处分给出初步定性，费淳

“著交部严加议处”；董诰、恭阿拉、瑚图礼、曹振镛

“均著交部议处”；庆桂、王懿修“著交部察议”；禄康

“此次失察之处，毋庸交议” ［８］ 。 这是嘉庆针对三

库大臣给出的初步定性，各有侧重。
３．嘉庆针对工部堂官失察处分的初步定性

工部堂官的失察处分有两处，一是失察冒领内

务府广储司；二是失察冒领户部三库。 嘉庆的初步

判断程度也有所不同，对于因失察冒领内务府广储

司的处分，嘉庆认为：“工部堂官失察书吏铺户舞

弊，印由私雕，与盗用堂印者稍有不同。 所有工部堂

官任事较久者著交部议处，其本年到任者著交部察

议。” ［６］对工部堂官失察处分的特点是较为平和，只
有议处和察议，没有严加议处，这是嘉庆鉴于上次对

内务府大臣的初步定性有误而吸取的教训。
为定性准确，军机大臣同样呈报了工部堂官失

察冒领三库银两物料次数。 大学士费淳和原任尚书

缊布都失察五次，苏楞额失察一次；尚书邹炳泰失察

一次，曹振镛失察四次，戴衢亨失察一次；侍郎英和

失察二次；署侍郎多庆和邵自昌失察一次；侍郎成书

失察三次；原任侍郎阿明阿失察二次；侍郎福庆和周

兆基失察一次；原任侍郎蒋予蒲失察三次；侍郎陈希

曾失察二次；顾德庆失察二次［９］ 。 这次涉及 １６ 位

大员，失察大致在一次到五次之间不等。
嘉庆同样依据失察次数，给出初步定性。 费淳

“于本部书吏冒领三库银物失察至五次之多，咎无

可辞，著先拔去花翎不必兼管工部事务，再行交部严

加议处”；曹振镛、成书、蒋予蒲“均著交部议处”；英
和、陈希曾、顾德庆、多庆、周兆基、邵自昌、邹炳泰、
戴衢亨、福庆“均著交部察议” ［６］ 。 工部堂官的失

察处分是嘉庆给出的第三次定性，可见失察次数越

多，处分定性越严重，相反则为察议。
４．嘉庆针对户部堂官失察处分的初步定性

同样的，户部堂官失察次数也是他们定罪的依

据。 大学士禄康失察冒领三库银两物料六次；尚书

德瑛失察六次；戴衢亨失察四次；曹振镛失察一次；
侍郎托津失察二次；赵秉冲失察五次；英和失察二

次；刘镮之失察四次；署侍郎桂芳失察一次；原任侍

郎苏楞额失察四次［４］７６５。 涉及 １０ 位户部堂官，其
失察次数在一到六次之间，嘉庆依此定性：“禄康著

革去太子少保衔降补协办大学士补授户部尚书，德
瑛著革去太子少保衔降补工部左侍郎，俱仍交部严

加议处。 戴衢亨、赵秉冲失察较禄康、德瑛俱少，况

伊二人供职内廷不能常川到署，著交部议处。 刘镮

之失察四次又未画稿，著交部议处。 曹振镛、托津、
英和、桂芳均著交部察议。” ［８］嘉庆在直接处分个别

官员的同时，又做出初步定性交由吏部按照制度具

体议处。
皇帝初步定性，是处分的第一个环节，主要围绕

察议、议处和严加议处展开。 议处是核心，较轻者察

议，较重者严加议处，程度不同。

三、吏部依照制度条例进行严苛议处

在嘉庆初步定性的基础之上，吏部按照制度条

例对内务府官员、管理三库大臣、户工部官员予以具

体议处，这是处分的第二个环节。 吏部议处多为实

降实革，因此被视为制度的严苛。 实降实革处分对

国家行政运转的影响颇大，故而才会有后期嘉庆对

严苛制度的调整。
１．吏部对内务府官员的严苛议处

首先议处内务府 ６ 位大臣。 “苏楞额兼任内失

察二次，业经奉旨革职免其治罪，应毋庸议。 阿明阿

兼任内失察七次，先经革职应请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英和、常福亦曾兼任各失察一次，应俱请革职。 和世

泰未曾兼任工部，止于内务府任内失察七次，应请量

减为降二级调用。 征瑞于内务府任内失察二次，应
请降一级调用。” ［６］ “应……”这是吏部按例议处的

套语，因为还需皇帝最后确定，此时表达的是按制处

分的内容。 此次内务府大员处分议为革职治罪者 １
位，革职者 ３ 位，降调者 ２ 位，分别是降二级和降一

级调用。 吏部议处较为严苛，均为实降实革。
其次议处内务府广储司银库司员和笔帖式。 其

处分定罪轻重亦与失察次数相关联，郎中德音、员外

郎士诚失察八次，员外郎广善失察七次，郎中瑞宁失

察五次，库使恩吉、常文、罗汉保失察八次，灵铸失察

五次，此 ８ 位“均应请旨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

罪”。 郎中文光失察二次，祝麟、穆翰失察一次，此 ３
位“应请即行革职”。 当时值日笔帖式保禄、恒启、
景椿、裕善、士凤和收文笔帖式达善、郭升阿、石麟、
托永武、福泰、重荫，此 １１ 位“于假印咨文投到时未

能即时查出，亦应一并革职” ［６］ 。 司员和笔帖式共

有 ２２ 员，处分较重，８ 位被议为革职并遣戍乌鲁木

齐，１４ 位被议为革职。 按制处分总体上严苛，皆为

实降实革。
２．吏部对管理三库大臣失察的按制严苛议处

吏部依据嘉庆定罪态度对管理三库大臣进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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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各官处分具体是：费淳管理三库，“失察冒领物

料一次，照例应议降留；又兼管工部未能详加核对漫

无觉察，奉旨严加议处，应将大学士费淳即照溺职例

革职”。 董诰、瑚图礼、曹振镛、恭阿拉“奉旨交部议

处，应将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诰，吏部尚书正黄旗

汉军都统瑚图礼，户部尚书曹振镛，礼部尚书正蓝旗

满洲都统恭阿拉，均照例议以各降一级留任；曹振镛

共降二级留任”。 庆桂、王懿修“奉旨交部察议。 应

将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正黄旗满洲都统庆桂、礼部

尚书王懿修，均照例减为罚俸一年” ［８］ 。 此次制度

议处各官处分参差不等，奉旨严加议处的对应制度

规定议为革职；奉旨议处的对应制度规定议为降一

级留任，奉旨察议的对应制度规定议为罚俸一年。
由处分程度可见对管理三库大臣的处分有实革的，
有虚降的，甚至有罚俸的，其处分整体轻于内务府官

员的处分。 缘何如此？ 从吏部的议处诠释中，可知

官员担任本职和兼职，失察都要被处分，只不过本职

和兼职被处分轻重有所不同，本职处分往往重于兼

职处分。 有清一代“一职数官，一官数职” ［１０］ 的状

况也是导致大员被处分居多的一个原因。
３．吏部对工部堂官失察的按制严苛议处

首先议处工部堂官因失察冒领内务府广储司银

库的处分。 其所据条例为：“定例书吏舞文弄法侵

欺钱粮本管官不行查出降二级调用。 又吏部议处事

件本管官应降二级调用者，该管上司即议以降一级

调用。 又官员议处有奉旨交部严加议处者，查照本

例酌量加等。 其奉旨改为察议者，酌量减等各等

语。” ［６］

依据以上三条制度规定，吏部议应将工部堂官

费淳、前任工部尚书曹振镛、前任工部侍郎成书、前
任工部侍郎蒋予蒲、工部侍郎陈希曾、工部侍郎顾德

庆，“均照该管上司例议以各降一级调用”。 历任未

久及本年到任之工部堂官庆惠、工部侍郎福庆、前任

工部侍郎周兆基，“于降一级调用上减为降一级留

任” ［６］ 。 这是吏部将奉旨议处的对应制度条例议为

降一级调用，有 ６ 位工部堂官；将奉旨察议的对应制

度条例减为降一级留任，有 ３ 位官员。 此次因嘉庆

起始就定了从宽的基调，吏部议处，引例确当，处分

有实降有虚降，整体已从宽，不需皇权二次调整。
其次议处工部堂官因失察冒领户部三库的处

分。 此次按制议处结果，费淳因“奉旨交部严议，应
照例加等再降二级调用，共降三级调用”，因“任内

有革职留任之案无级可降应行革任”。 曹振镛、成
书、蒋予蒲“均奉旨交部议处，应照例各再降一级调

用，共各降二级调用”。 英和、陈希曾、顾德庆、多
庆、周兆基、邵自昌、邹炳泰、戴衢亨、福庆“均奉旨

交部察议，应照例各减为降一级留任” ［６］ 。 此次按

照处分条例费淳因加等议处议为降三级调用，因无

级可降议为革职；曹振镛等 ３ 人以议处对应议为降

二级调用；英和等 ９ 人以察议对应议为降一级留任，
此次议处也是有虚降有实降，层次不等。

４．吏部对户部堂官失察的按制严苛议处

吏部议处户部堂官，所引用处分条例有以下四

条：条例一，书吏舞文弄法侵欺钱粮，本管官不行查

出降二级调用。 条例二，三库银缎颜料等项倘有重

支冒领等弊，照违制支给例降一级调用。 条例三，吏
部议处事件本管官应降二级调用者，该管上司即议

以降一级调用，本管官应降一级调用者，该管上司即

议以降一级留任。 条例四，官员议处有奉旨交部严

加议处者，查照本例酌量加等；其奉旨改为察议者，
酌量减等［８］ 。 按照条例中规定，最重的处分是降二

级调用，最轻的处分是降一级留任，所谓的加等和减

等，是在这些级别上予以加减。 因此户部堂官的处

分是：禄康、德瑛因是“奉旨交部严加议处”，应“均
照该管上司降一级调用例上加等议以降二级调

用”。 戴衢亨、赵秉冲、刘镮之因是 “奉旨交部议

处”，应“均照例议以各降一级调用”。 曹振镛、托
津、英和、桂芳是“奉旨交部察议”，应“均照例各减

为降一级留任” ［８］ 。 嘉庆的初步定性对于该处分哪

些官员，怎么处分作了指示。 吏部遵例议处时，定罪

的理由是嘉庆认定的，定罪的程度是嘉庆指示的，可
见黜陟大权把握在皇帝之手，部院承担的只是遵旨

按例议处。
５．吏部对户工部下属官员的严苛议处

对户工部承办官员的议处，吏议结果为，工部虞

衡司掌印郎中英奎在其任内，因失察共有十二次之

多，“英奎应请旨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银库给发银两全以户部印札为凭，“福建司三次文

札均系已革员外郎刘洋即刘承澍主稿呈画先行……
应请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工部笔帖式惠昆

“屡被欺蒙，翻稿画押，亦请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

罪”。 工部虞衡司掌印员外郎常安、户部福建司掌

印郎中定柱、宽宁，员外郎时敏失察次数一到二次和

主事锡礼岱，“均照溺职例即行革职”。 颜料、缎匹

库司员于假印文领没能查出，即行给发物料，颜料库

共计三次，缎匹库共计二次，“应交部查明该管司员

等概行革职” ［４］７７９－７８０。
此番吏议对各官处分以革职和遣戍为主，在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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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处分中，此拨革职官员至少在 １０ 位以上，最为严

厉。 而更重要的是对于这批直接的承办官员，因其

职位相对较低，嘉庆给出的定议是依照吏部所议，将
以上承办官和司员全部革职，部分遣戍乌鲁木

齐［４］７７５，制度治理与皇权治理实现了难得的趋同，
皆为实革。

对户工部其他司员及下属的议处。 这些官员包

括给发画押的户部监放官、银库司员及工部虞衡司、
福建司画押各司员、江南道御史等，嘉庆命“均著照

所拟交部查取职名，分别议处” ［４］７７５。 随后，便有

颜料库郎中宝诚等 １９ 位，户部监放官郎中四德保等

１７ 位，工部虞衡司失察舞弊司员郎中等 ２４ 位官员，
被议为降一级调用。 此为实降，但是所降级数不多，
也就无须皇权的再度调整。 吏部议处是处分的第二

个环节，也是吏部按照定例予以的制度议处，其特点

在于以实降实革为主，颇为严苛。

四、嘉庆对制度处分严苛的从宽调整

王书常案中每一次的制度议处之后，凡存在处

分严苛实降程度严重的，嘉庆均会进行从宽调整。
这种从宽调整的对象不是针对所有官员，主要针对

内务府大员以及户部、工部堂官，其他官员即使被议

为革职、降调，也很难有从宽的可能，一般都是“照
依部议”。 嘉庆的调整定议属于官员处分的第三个

环节。
１．嘉庆对工部堂官失察处分的调整定议

嘉庆虽然申饬道：“部院各衙门大臣位崇责重，
于经管事务分应尽心综核……设于初起时各该管大

员等有一二人精明详察，烛破其奸，立时查拿惩办，
则罹法者必不至如此之众，而承办各职官亦不至严

谴多人。” ［５］７２５但转念又以大员“一时更易多员，乏
人简补” ［５］７２５为由，从宽调整大员处分。 首先是费

淳“前已拔去花翎退出工部，今部议革任，著革去宫

衔降为侍郎……兵部右侍郎一缺即著费淳署理”，
并没有将费淳革任而是直接降补。 其次，曹振镛、成
书、蒋予蒲由各降二级调用，“俱著改为降三级留

任”，由实降转为虚降。 陈希曾、顾德庆由部议各降

一级调用，“俱著改为降二级留任” ［５］７２５－７２６，由实

降转为虚降。
２．嘉庆对户部堂官失察处分的从宽定议

部议对户部各堂官处分本来不重，嘉庆却再度

从宽，禄康前已降为协办大学士、尚书，“其部议降

二级调用著从宽改为降三级留任”。 德瑛前已降补

工部侍郎，又以其“精力已衰”，“著即以二品顶戴休

致”，获得荣归。 戴衢亨、赵秉冲、刘镮之部议各降

一级调用，“俱著从宽改为降二级留任” ［５］７２５。 亦

皆由实降转为虚降，一拨拨的处分还没起到效果，便
在嘉庆的从宽意旨下消失殆尽，官员不用再予降调。

３．嘉庆对内务府大员的从宽定议

嘉庆十四年嘉庆降旨，阿明阿“原拟发往军台

效力赎罪之处，著改发热河”。 英和、常福、和世泰、
征瑞 ４ 人，“分别议以实革实降之处，亦皆咎所应

得。 惟内务府大臣同时出缺简任乏人，且伊等离任

之后转得置身闲散自图安逸，著从宽姑予留任”。
英和、常福原议革职，此时“著降为三品顶戴，仍带

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和世泰原拟降二

级调用，“著从宽改为降三级留任”。 征瑞，原拟降

一级调用，“著从宽改为降二级留任” ［４］７５５－７５６。 针

对这批内务府大员的制度处分是比较重的，实革实

降，但是在嘉庆的调整下皆予留任，这是处分的实质

性变化。
而上文所论嘉庆对于内务府的管库司员、库使、

笔帖式等的处分并没有丝毫的从宽。 仅以“职守尤

专” ［４］７５６，维护了吏议处分，将内务府中下级官员

革职并遣戍。 这份谕旨体现出对不同等级官员的最

终处分完全不同。 针对内务府大臣，嘉庆在吏议基

础上按照惯例予以从宽，予以不同的留任等轻处。
而对内务府司员及库使、笔帖式等，则完全遵照吏议

予以实革。 因此，嘉庆的从宽是“有限”从宽，嘉庆

的调整也是“有限”调整。
虽然在处分制度的规定中，有由降调、革职到降

留、革留的转轻规定。 但是，处分制度中却没有规定

可以从轻的官员的范围，皇权从宽的对象是有限的

大员，而最基层的官员是根本没有从宽机会的，他们

的命运就是被“革职”，这也是皇权治理的阶级局限

性所在。

五、皇权治理的后续及影响

１．迅速起用大员对处分制度造成的冲击

由上文可知，“因失察或纵容吏役有犯而受到

惩处 （降调、 革职和查办） 者， 部院大员不乏其

人” ［１１］ ，但从嘉庆的调整来看，嘉庆主要是对大员

进行了宽免。 此后，又加速对大员的迅速起用。
首先迅速起用的是苏楞额和阿明阿。 苏楞额是

因案革职，阿明阿亦是革职并发往热河。 嘉庆十五

年，距离案结不久。 嘉庆降旨：“念伊等究系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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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楞额于办理工程素为熟悉，尚可录用，苏楞额著加

恩赏给圆明园六品苑丞，阿明阿著赏给八品笔帖

式。” ［１２］１５３其次宽免重用的是禄康和费淳。 昭梿曾

记载：“宗室相国禄康……才具庸劣，无所建白，又
不甚识字，于古今政体毫未寓目。 其所操持，率皆以

市井毁誉为之趋慕，罔识朝廷大体，故一时丛脞成

风，每多苟且之政……夫以天潢贵胄，而不学无术至

此，安可以当调羹重任也？” ［１３］２５６可见禄康才具一

般，却是屡任要职。 前论嘉庆十五年，嘉庆从宽处分

后禄康改为降三级留任，此时嘉庆以同样理由，“究
系失察公过，著加恩仍复还东阁大学士太子少保衔，
著管理吏部事务” ［１４］７５。 费淳被从宽处分后降补

兵部右侍郎，此时“所有工部尚书员缺著加恩即将

费淳补授” ［１４］７５。 嘉庆恢复了他们的大学士、堂官

身份，这些做法都导致“处分无以儆效尤”。 但是，
嘉庆依然从宽和起用了他们。 嘉庆十五年，嘉庆在

对此案的回顾中流露出其真实想法。 他讲道：“近
日各部院衙门因循怠玩相习成风，推原其故，由于各

大臣等思避专擅之迹，惟以含容博宽大之誉，推委邀

安静之名，虚称办事实则废弛，不肯正色率下综核名

实，一切文移奏牍委之司员。 而司员中又无实心任

事之人，一切委之胥吏，听其播弄画诺施行……试思

朝廷政柄操之自上，若大臣盗权坏法，则为太阿倒

置。 今幸纲纪肃清，大臣等尚无此弊。” ［１２］６－７

王书常案中，嘉庆认为是大员官权的出让，而不

是其皇权的被侵夺。 所以，嘉庆认为宽免大臣重新

重用他们，重塑各级机构之官威，才能使行政如常，
处分仅予“薄惩”即可，这无疑是对处分制度本身的

严肃性和处分效用的冲击。 “诸部曹夤缘为奸，伺
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

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嗟夫！ 于照常供职

之事，尚复泄沓若此，又安望其兴利除弊，致吾民于

熙皞之世也哉？” ［１３］２４８对于这样的大员不加严惩，
而再予重用，嘉庆朝的吏治如何能清明！

２．嘉庆允许中下层官员捐复对吏治的影响

嘉庆十五年正月冒领案结束不久，禄康就奏请

将降革司员概予捐复。 嘉庆当即批示：“此不可行。
该员等甫经部议，若遽令捐复原官，非惟不足示惩，
抑且迹涉言利，有此政体乎？” ［１２］１０但随后，便出现

了“英奎捐复”事件，从而为案内其他降革官员捐复

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禄康的提议捐复在若干时间

之后也成为了现实。
英奎是新授内阁大学士勒保之子。 嘉庆曾于

“十四年四月，以勒保七十生辰，赐御书‘宣勤介景’

匾额。 十 二 月， 擢 武 英 殿 大 学 士， 仍 留 总 督

任” ［１５］２２１３。 十九年八月，勒保“目疾增剧，命开大

学士缺，仍在家食威勤伯全俸”。 嘉庆二十一年，降
旨：“勒保之女，著指与四阿哥为福晋。” ［１５］２２１４英奎

就是这么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
王书常案中，英奎因案不仅被革职，且被遣戍乌

鲁木齐。 案结不久，嘉庆十五年，嘉庆念“勒保在外

宣力有年，又年逾七旬”，加恩将英奎“仅予革职，免
其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１２］２。 同年，勒保在具

折谢恩之际，自认“平素管教不严”，并“恳请罚缴银

二万两，稍安卞怀” ［１６］４０。 嘉庆默许罚银，但是变

通了收银说辞：“朕于臣下功罪惟秉公赏罚，其有身

获咎愆者，只照例治以应得之罪，从未开罚锾赎过之

端。 今勒保此奏虽名为自行认罚，仍系欲代伊子乞

恩赎罪……所有此次请罚缴银二万两之处著不准行

……现在南河兴举要工需费孔繁，勒保为国重臣，谊
难漠视，若恳请捐廉助工尚属可行，著准其缴银一万

两分作二年，由川省径解南河备用，俟勒保奏请到日

降旨加恩赏收，可也。” ［１６］４０勒保岂有又岂敢不乐

请“捐廉助工”？ 其实质是替代英奎完成了捐复。
嘉庆此时虽然顾忌舆论不承认此“捐复”，但是

到十六年就不再否认了。 “勒保之子英奎亦系此案

革职，前因勒保奏请捐复，业已施恩允准。” ［１７］ 因

此，嘉庆十六年开春，户工二部奏请捐复因王书常案

而分别降调的人员，嘉庆降旨曰：“该员等事同一

例，亦著格外施恩，俱照所请准其捐复，仍留该衙门

行走分别补用。” ［１７］官员先前的革职降调处分随着

捐纳而消逝，捐纳、捐复对吏治以及处分制度的影响

也是不言而喻的。
３．皇权治理亦回归到制度治理

案后嘉庆朝出台相关处分条例，使得皇权治理

又回归到制度治理。 出台私造印信失察处分的更细

致规定，为的是遏制此类恶劣案件的一再发生，但是

制度规定太过细致，反而脱离实践，不便于官员引用

和掌握，久而久之也会因为太过烦琐而失去制度的

本意。
如嘉庆十一年，原处分规定：“本官不行查拿降

二级调用。 失察奸徒私雕假印未经行用者罚俸一

年。 已经行用者查明在何处行用，将失察行用之地

方官降一级调用……若行用后直至告发始行查拿者

减为 降 一 级 留 任， 未 能 拿 获 者 仍 降 一 级 调

用。” ［１８］２８２本条以“查拿”“行用”为重点，主要针对

本官失察，在假印行用与不行用情况下的分别处分，
对官员予以降调、降留或罚俸，此条已足够用。

３３１

制度严苛与皇权调整：清代嘉庆朝王书常案与官员处分研究



但是，嘉庆十七年，又出台更为细致的规定：
“本官失察吏役雕造印信……别经发觉始行查拿降

一级留任，别经拿获降一级调用。 若已经行用，别经

发觉始行查拿或自行访拿者俱降二级留任，别经拿

获降二级调用。 描摹印信于未经行用之先……别经

发觉始行查拿罚俸一年，别经拿获降一级留任。 若

已经行用，别经发觉始行查拿或自行访拿者俱降一

级留任，别经拿获降一级调用。 至奸徒雕造印信于

未经行用之先……别经发觉始行查拿罚俸一年，别
经拿获降一级留任。 已经行用，别经发觉始行查拿

或自行访拿者俱降一级留任，别经拿获降一级调用。
描摹印信于未经行用之先……别经发觉始行查拿罚

俸九月，别经拿获罚俸一年。 若已经行用，别经发觉

始行查拿或自行访拿者俱罚俸一年，别经拿获降一

级留任。” ［１８］２８２此规定不断重申着“别经发觉”“别
经拿获”“自行访拿”等说法，以此对官员予以区别

处分。
嘉庆十一年的条例重在本官能否主动发现问

题，十七年的条例强调监察御史等对官员失职的监

督。 然而，这种烦琐的例条，其可操作性几乎为零，
可见制度在设计时就已出现问题，才会导致皇权的

不断调整，而皇权的调整又带来诸多其他的问题。

六、清前中期皇权治理为主的常态化

“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

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 部

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
月不有。 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
左右顾则革职至。” ［１９］１５５龚自珍的描述反映出有清

一代，尤其是前中期，处分制度造成官员处分苛严的

事实，除嘉庆朝之外，乾隆朝和道光朝皇权同样对制

度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予以了调整。
１．乾隆朝对官员严苛处分的调整

第一，皇权调整吏议实降实革为虚降虚革。 乾

隆一朝六十年，乾隆对吏议处分的从宽，曾屡屡点

及。 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 年），曾指出：“向来外省失

查属员至降革者，往往以事属因公，且人材难得，故
加恩留任者多。” ［２０］１１０三十四年，又指出：“督抚等

向来遇有处分，部议应降应革，皆格外宥原从宽予以

留任。” ［２１］４６三十五年，指出：“今大员中革职革任

屡犯而从宽留任者，不可屈指数。” ［２１］６７１到乾隆后

期，同样从宽调整。 四十年，指出：“向遇吏部议处

司道等降调之案，俱量予从宽留任者多。” ［２２］４７四

十一年，提到：“朕于督抚等公过处分，应行降革者，
概予从宽留任。” ［２２］４９２五十一年，旨曰：“近年各省

督抚遇有交部议处降革之案，朕因一时乏人，多有从

宽留任者。” ［２３］不论乾隆的顾虑为何，面对制度造

成的严苛处分，乾隆的从宽调整确属事实，限于篇幅

本文仅以数例为据。 如乾隆十六年，江苏按察使后

补河南汝光水利道翁藻因失察民间私铸，吏部议处

为降级调用，乾隆降旨：“著照部议带所降之级从宽

留任。” ［２４］２７２十八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因督饬下属

通永道王楷治蝗不力，被交部严加议处，吏议照徇庇

例议以降三级调用。 旨意：“方观承著革职从宽留

任。” ［２４］７５７二十年，贵州巡抚定长因疏请原任黔西

州知州黄秉忠崇祀名宦祠，乾隆认为定长此举系

“瞻徇市恩”，将之交部严加议处。 吏部议处定长照

徇情例降二级调用。 得旨： “定长著革职从宽留

任。” ［２５］１０１三十年，伊犁将军明瑞、阿桂等因办理新

疆乌什事务错误，应照例革职。 旨曰：“明瑞、阿桂

俱著革职从宽留任。” ［２６］以上数例是大员被处分的

实降实革因皇权的介入调整为虚降虚革。
此外，不同处分案中，亦有官员的实降实革处分

被从宽为虚降虚革。 如乾隆二十一年，河南南汝光

道高照因公科敛财物一案，牵连下属知县张权舆等

官，吏部以借送财物将这些官员议为“概行革职”，
乾隆认为事属“上司勒索”且“被议多员，其中不无

才可办事之人”，因而将张权舆等 １１ 位知县的革职

处分调整为 “革职从宽留任，俟八年无过再请开

复” ［２５］４３３。 四十三年，吏部议处失察高朴家人私玉

过境各官分别降革。 乾隆降旨：“各省地方官于私

玉过境漫无稽查，吏部照例议以降革，均属罪所应

得……此案系初次发觉，从前类此者自属不少，难于

逐一追究。 所有议处大小各员其应革任者，著从宽

免其革任仍注册。 其应革职降调者，著照部议降级

俱从宽留任。” ［２７］又是数十位官员免除实降实革的

命运，乾隆对制度严苛处分的调整，亦被官员“视为

泛常” ［２０］１１０之模式。
第二，以开复制继续调整官员处分。 清代处分

法规《吏部处分则例》规定严苛，“自罚俸以至革职，
各有专条” ［２８］５４８，致使官员 “处分多而开复不

易” ［２９］ 。 为此，乾隆五十二年专门针对大员留任处

分，出台新的开复制度。 乾隆对开复背景予以阐释：
“向来内外文武大臣遇有应得处分，该部议以降调

革职革任，经朕从宽留任及免其革任者甚多，竟有一

人而累至十余案者。 盖因该大臣等屡经简擢任事有

年，朕念人才难得且因其尚系公过，是以每遇议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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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酌量案情从宽留任者，不一而足。 但愈积愈多，
未免视为故常，无所警惕转属有名无实，亦非整饬吏

治之意也。” ［３０］１７０反映了皇权从宽治理的常态化。
乾隆遂降旨：“著交吏兵二部，将内而大学士九卿、
八旗都统副都统，外而督抚将军、副都统提镇现任各

员，部议降调革职革任，经朕从宽留任及免其革任

者，查明每人名下所积之案各若干次数，分别开单进

呈，候朕详加察核。 其案情较重处分数多者，或酌量

议罚再准其开复。 其情节尚轻处分数少者，或竟予

开复……嗣后并著吏兵二部每届五年，即查明具奏

一次请旨办理。 著为令。” ［３０］１７０此令意味着大员留

任处分开复的进一步制度化。
随后，吏兵两部查核大臣原案次数开单呈览，乾

隆详加查核后裁定：“在京大臣内如喀宁阿、穆精阿

所得降革处分俱已积至七案，姜晟积至九案，处分数

多。 喀宁阿、穆精阿著将任内应得廉俸分例各罚出

二年。 姜晟已任湖北巡抚……仍著将侍郎任内应得

廉俸分例罚出二年。 所有喀宁阿、穆精阿、姜晟从前

降革处分，俱准其开复。 至各省督抚处分积至六案

以上至十案者八人。 内如尚书德保、侍郎李封所得

降革处分多系从前在巡抚任内之事，德保、李封俱著

罚出巡抚养廉二年。 刘峨、李世杰、孙士毅、闵鹗元、
毕沅俱著照本任罚出督抚养廉二年……雅德现以副

都统衔在喀什噶尔办事，所得处分俱在从前督抚任

内者，著罚出总督养廉二年。 所有德保、刘峨、李世

杰、孙士毅、雅德、闵鹗元、毕沅、李封从前降革处分

既已议罚，俱著准其开复。” ［３０］２００－２０１乾隆五十二

年的这次制度调整治理再次反映出处分制度的严

苛，皇帝不得已出台新的制度予以解决。
２．道光朝对官员处分的调整

第一，道光帝将部议实降实革处分调整为从宽

处理。 道光五年（１８２５ 年），两江总督魏元煜等因漕

务办理失当，吏部将之议以降调。 道光降旨：“魏元

煜、严烺经朕屡次饬谕，均未能筹办妥协，即照部议

降调亦属咎有应得。 姑念魏元煜甫经简授两江总

督，到任未久。 严烺职司河务，此次漕运迟延，非尽

关河工办理未妥，尚可少从末减。”因此将二人处分

调整为留任：“魏元煜著加恩改为降四级从宽留任，
严烺著加恩改为降三级从宽留任。” ［３１］３３５道光七

年，因战事问题处理不妥，长龄等被部议革职。 道光

又予以从宽：“长龄等办理不善咎无可辞，本应照部

议革职，姑念道路辽远，一时难以更换，长龄、杨遇

春、杨芳、武隆阿俱著从宽改为革职留任。” ［３１］１０６６

以上都是个别性的，还有群体性的。 如道光十

三年，户部捐纳房贴写蔡绳祖等私办假照一案，各部

司员因“毫无觉察漫不经心”，有被革职永不叙用

的，有被降调停其升转的。 若干年后，道光又予以从

宽处理，“本属咎所应得，姑念事隔数年，人数众多，
此中不乏人材，若概予废弃尚觉可惜，因令将降革各

员开单呈览”。 最终，将“奉天府府尹乌尔恭额著加

恩开复顶戴；原任翰林院修撰朱昌颐著加恩准其捐

复主事；其革职之陆以烜等五员，降四级调用之呈麟

一员，升三级调用之李韫英等三员，降二级调用之重

谦等三十七员，降一级调用之恒景等十四员，国子监

降一级调用之荣第等二员，降一级留任之瑞庆一员，
俱著加恩准其捐复，补缺后并准其一体升转” ［３２］ 。
从而将此前规定永不叙用的、停其升转的官员，以捐

复的形式予以从宽。
道光十九年，济克默特参奏紫禁城内值班之王

大臣公永康、内大臣常喜、文职全庆、武职常恒、散秩

大臣侯张淳，庆郡王奕彩、侍郎溥治、副都统连贵、内
大臣肃亲王敬敏、散秩大臣书桂，于出班进班之际，
“不遵定例，任意迟早”，道光降旨将所涉王大臣等

交各该衙门分别严议议处。 各衙门根据道光初步定

性，议“请将该王大臣等爵、职，一并斥革”。 道光对

于各衙门的严议处分，认为“实属各所应得”。 但笔

锋一转，“惟念年岁久远，积习相沿，恐以前旷班者

尚不止此数人。 若但将永康等惩治，转不足以昭平

允，姑从宽免其斥革予以薄惩”。 在此理念下，定
议：“永康著罚公俸六年；觉罗常喜著革去副将统并

一切差使，仍罚世职俸四年；张淳著革去散秩大臣，
仍罚侯俸四年；庆郡王奕彩著退出内廷行走，仍罚王

俸六年；肃亲王敬敏著革去宗令、内大臣，仍罚王俸

六年；书桂著革去散秩大臣，仍罚侯俸四年。 常恒、
全庆、溥治、连贵、中山俱著降二级调用；济克默特著

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不准抵销。” ［３３］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诸王大臣的处分，保留了其爵位和一定职位。
第二，更改法规与条例以调整制度处分的严苛。

“有清一代，二百数十年间，各部署无虑数十，各有

则例，即各有处分。” ［３４］６８ “处分则例之设，最为严

厉，一切惩戒以此为准则……而吏部每拘泥成例，轻
重倒置，以致处分失平者日多。” ［３４］７０－７１王钟翰阐

明了以则例为主的制度规定，也会导致“处分”的种

种“失平”。 道咸时期大员胡林翼亦曾言：“大清律

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

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 ［３５］ 提及

了制度治理的弊端所在亦有“于实政”无益之处。
贺长龄也曾指出处分制度带来的深层危害，“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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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条繁多，惟簿书期会之为急，少有龃龉，即干吏议，
虽有愿治之心不能自行其意，亦莫不苟且其心思，为
自全之计” ［２８］４００。 鉴于此，道光朝对处分制度进行

了两个调整。
首先，道光四年，全面从宽处理《吏部处分则

例》中之例条。 道光继位后，吏部尚书那彦成奏请

续修《吏部处分则例》，于道光四年完成，是对当时

处分制度之具体调整。 此次重修意见始于军机大臣

曹振镛于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所上条陈，奏
“为军机大臣会同六部堂官议覆整饬部务条陈事”，
其意大致为：“今欲去其弊，必须删节例案，以数条

并一条，去其烦碎而存其大旨。 至删减例条，吏兵二

部删减无多，今条陈内复以删节例条为请……量宽

公罪，实为救弊之急务。 应请于吏兵两部处分则例

内各条下，皆注明公罪私罪字样，除私罪毋庸置议

外，其公罪有至降调、革职者逐条细核，非实事关重

大者酌改从宽，由吏部兵部将公罪内共存降调、革职

处分若干条，其中情节较轻应改降留革留之处悉心

核办，陆续奏明请旨。 其造册舛错迟延等处分，应列

明何项册籍，非实有关系不可少者，即应裁撤。 其余

繁文以此类推。” ［３６］ 曹振镛提出具体修订意见，意
在“从宽”。 道光阅后接受，郑重颁布上谕：

　 　 军机大臣六部议覆整饬部务条陈一折，所
议甚是。 六部律令务在持其大纲，则政清而易

理……部中多立科条，州县无日不奉行具文，转
荒其教养本务，于事何益。 而公罪繁多，贤吏或

因此废黜，不肖者巧于规避，部书得以舞文纳

贿，皆由于此。 嘉庆十八年曾敕吏兵二部删减

处分例条，该部未能实力遵行。 又谕题调要缺，
不计因公处分，而该部续议章程仍复牵混。 殊

不知公罪从严，则中材以下之官益多巧避。 严

其经征处分则多垫欠，而那新掩旧即成亏空。
严其承缉处分则多讳盗，而纵恶养奸转贻大患。
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著吏兵二部各将处分

则例悉心确核，于各条下皆注明公罪私罪字样。
其公罪有至降调革职，非事关重大者酌改从宽。
各部烦苛无当处分例文，互商裁汰，务归简明。
其公罪处分，除盗案及正项钱粮停升外，余皆不

碍推升。 至题调要缺，则一切因公处分皆无庸

计算，各纂成例册呈览。［３７］

道光基本采纳军机诸臣之意，这份上谕给重修

处分则例定了基调，即从制度上彻底放宽因公处分，
避免制度严苛再度造成处分的加重。 有宗人府府丞

毛式郇曾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奏为军机大

臣等率议将吏兵二部则例改重就轻罔顾废弛致流弊

事”一折，驳斥军机大臣的此种提议，“今军机大臣

等忽又持宽减之议，于京外文武各官诚为甚便，但恐

便于 官， 而 不 便 于 国， 不 便 于 民， 此 实 不 可 不

虑” ［３８］ 。 从侧面反映出道光四年所修之处分则例，
是制度治理的由严苛转为从宽。 道光皇帝如此关注

与调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官员实际处分。
道光朝后期皇帝的直接改实为虚大为减少，就有这

一原因在内，这是皇权治理的深度体现。
其次，道光十年，废除定期修纂处分则例之制。

处分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因时代的局限有偏颇

不适之处，因此它也是一项需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

的制度。 有清一代，曾规定，各部则例是五年一小

修，十年一大修。 然而，道光十年，御史王玮庆就则

例修纂的时限予以上奏，从而改变了这一历史的修

纂传统。 道光十年二月初六日，朝廷有旨：
　 　 御史王玮庆奏六部重修则例，宜率由旧章，
如有更改，应专折奏明通行一折。 各衙门颁行

律令，原期垂诸久远，其有今昔异宜者，固应随

时酌改，然不必定限十年，即开馆重修一次。 若

如该御史所称各部则例十年一修，往往不能依

限告成，每迟至六七年始刊刻完竣。 又未能及

时颁发，其间数年之久，各省官员既无新例可

遵。 又谓旧例已改，茫无所措，而书吏得以高下

其手。 及至刊改颁行将届，则例重修之时，新例

又成废本，无所遵循……嗣后各部已颁成例无

得轻易更张，如有因时制宜，必应更正之处随时

专折奏明改定，立即通行各省一体遵照，以免书

吏影射弊混，不必定限十年开馆重修，致滋流

弊。［３９］

这份谕旨意味着定期修例之制由此取消，作为

则例之一的处分则例，其修纂由此也变得减少，这也

是我们看到清后期所修处分则例不多之原因。 修纂

次数的减少，版本的减少，从客观上对严苛的处分制

度予以了调整。

余　 论

以王书常案为例，处分的环节包括三个方面，处
分的最初交议、吏部的具体议处、皇帝的最后定议。
三个环节中，属于制度层面的只有中间环节，属于以

皇帝为代表的皇权治理调整的有首尾两个环节。 可

以说，官员处分始终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皇权治理

要远远凌驾于制度之上。 嘉庆朝对案中官员处分的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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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处理模式，不独只存在于嘉庆朝，乾隆朝和道光

朝同样存在，反映出至少在清中期这种处理模式的

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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